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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名城杭州的发展与佛教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杭州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与丰富厚重的历史人文，承载和滋养着杭州的佛教文化；另一方面，杭州历史上繁盛的佛教文化，在杭州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是杭州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旅游胜地的一个基本依托。“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杭州“老市长”、唐代大诗人、香山居士白居易约一千二百年前的这句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年杭州发展与佛教文化之间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两者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更加密切，杭州赢得“东南佛国”之美誉，即是历史的明证。而今天杭州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把打响“东南佛国”品牌作为杭州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更是两者关系密不可分的一个有力的新注脚。这也是抓住了杭州发展一大秘诀的明智之举。可以预见，杭州的未来发展，佛教文化依然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东南佛国”杭州将继续成为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以及底蕴深厚的吴越佛教文化的一大亮点。

            一、杭州“东南佛国”品牌建设之历史回顾

品牌，是个新名词；品牌建设，是时下流行的新说法。虽然古代无此说法，但古人也注意招牌、重视口碑，似可视为品牌及品牌建设的渊源。只是古人未必有今人一样如此明确而强烈的品牌意识，从而有目的、有意识地刻意创造或打造某个品牌。不过，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虽未刻意着力于某个品牌的建设，却在持续不断的致力于某一事业的过程中，长期的积累在无意中也会造就某个“品牌”，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行”，而这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比附今天的时髦说法，似亦可称之为品牌建设的历程。本部分的小标题，即是为了与本文第二部分（杭州如何打响“东南佛国”品牌）的小标题相匹配与呼应，而借用了“品牌建设”这一新名词。

杭州历史上赢得的“东南佛国”美誉，确实是杭州一块响亮的金字招牌，是杭州的一大著名品牌，至今仍具有巨大的魅力。在儒释道交融共同构成的杭州传统文化中，杭州丰富深厚的佛教文化是与美丽的西湖景观文化结合得最紧密、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部分。杭州历史上几大标志性建筑，如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无不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数次西湖十景的评选，每次都少不了几个佛教景点；目前西湖文化景观申遗的内容，至少有一半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直至杭州现在的城标，也离不了佛教文化这一基本元素。

杭州的佛教文化，不仅体现在佛塔、佛寺等佛教建筑文化上；更体现在历代所涌现出来的具有佛学素养的大量人才（佛教高僧与著名居士等历史文化名人），和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佛教思想文化，如众多深邃精湛的佛学著述，渗透着佛理禅思的广泛传颂的诗文佳作，以及他们对儒释道三教文化交融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还体现于诸如放生、香市、目连戏等佛教文化对杭州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广泛渗透方面。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正是基于杭州丰富深厚而又极具特色的佛教文化底蕴。

杭州成为众所公认的“东南佛国”，有一个随着佛教文化在杭州的不断积淀而成为杭州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呈现出自己的鲜明特色与巨大魅力的源远流长的过程。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进行必要的梳理，探寻杭州成为“东南佛国”及其名声不断提升、影响不断扩大的轨迹，或曰杭州“东南佛国”品牌孕育、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以展示佛教文化与杭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有“钱唐赤乌，慧风始扇”的说法。
也就是说佛教文化传入杭州是始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238－251），那时西域来华的高僧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在江南译经注经、弘传佛法，他们的活动对于时属东吴、且是孙氏故乡的杭州一带，自然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此乃佛教初传杭州之始。

杭州之有佛教寺庵的确凿文字记载，是在东晋时期。由东晋经南朝的宋、梁、齐、陈至隋代，随着佛教寺庵在杭州的陆续兴建与逐步增多，佛教在杭州获得较快的发展，佛教文化在杭州传统文化中的影响逐步扩大，地位逐步提升。虽然在东晋至隋代约四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杭州的佛教还无法与当时成为佛教传播中心的洛阳、庐山、建康（今南京）等相比拟，甚至在浙地还比不上会稽（今绍兴）与天台，但慧理、昙翼、真观、昙超、宝掌等中外高僧及谢灵运等具有很高佛学素养的名士已在西湖山水间活动，留下了不少佛教胜迹，说明佛教文化在杭州这块风水宝地已广泛传播并扎下根来。诸如：来自西印度的三藏法师慧理，在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初创灵隐寺、下天竺（时称灵山寺）等多所寺庵，乃是有文字记载的杭州最初一批寺院，飞来峰前的理公塔，即是缅怀慧理首开杭州山寺之功的历史见证；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曾寄居灵隐（谢因此而曾名客儿），并翻译佛经，故飞来峰玉乳洞至今尚有谢灵运翻经台遗迹；杭州人昙翼（又名僧翼，381－450），出家后曾先后依止当时的南方佛教领袖庐山慧远和北方著名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为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之一，后回故乡在北高峰西北麓结草庵曰法华精舍，虔诵《法华经》十二载，是处即为今之法华寺；南齐时昙超（？－492）由河北清河来到杭州，在青芝坞口开山筑庵，讲经说法，诲化群龙而开辟玉泉；梁武帝萧衍（464－549）虔诚奉佛，并大兴佛寺，灵隐寺正是获益于他的赐田扩建，而成为杭州首具规模的著名佛刹；隋文帝杨坚（541－604）不忘智仙尼的养育之恩，而在灵隐山上所建之神尼舍利塔，乃杭城有史以来第一座佛塔建筑；
 杭州人圣达真观（547－611）于隋开皇十五年（595）起曾在下天竺头陀石室禅修讲经多年，后又在风篁岭畔构建精蓝，为南天竺开山世祖，他与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有甚深因缘，当时享有“佛法天下半”之美誉，受到隋文帝等的尊崇，他是杭州历史上弘传天台教观的第一人；中印度的千岁宝掌禅师（？－657）则于隋开皇十七年（597）来到武林山，喜天竺境幽，先结庵于今之中印庵修禅，后在稽留峰下兴建道场，授徒传法，是为中天竺寺之开山祖师；……正是以上这些高僧名士为代表的杭州佛教事业先行者们建寺弘法等一系列活动，为杭州后来成为“东南佛国”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及至唐代，佛教文化已成为杭州文化的亮点之一。这在自称“乐天，佛弟子也”的具有很高佛学素养与修持功夫的唐代大诗人、杭州“老市长”白居易的行止与诗文中有明显的表现。游览佛寺、与僧人交往、品茗论道、吟诗作文，成为白居易工作、生活中的一项充满情趣的高雅精神活动。他关于杭州的诗文很多与佛教有关。
 “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白居易可说是明确将杭州称为“佛国”的第一位文化大名人。而且他在杭州留下了许多与佛教结缘交往的佳话，丰富了杭州成为“佛国”的内涵。如他与“鸟窠”禅师道林、诗僧韬光等的交往，“在杭六百日，入山十二回” 
，成为千古传唱的佳话；他的《华严经社石记》，生动记录了龙兴寺（现延安路凤起路口一带）结华严社十万人诵读《华严经》的盛况；白乐桥、孤山竹阁、香山洞等白氏佛缘胜迹曾长存西湖之畔，有的至今犹在。而唐代在白居易主杭前后，杭州也有诸多佛教史、文化史上负有盛名的高僧大德的足迹，如华严宗创始人贤首法藏大师的再传弟子法铣法师，华严宗四祖、有“七帝门师”之称的清凉澄观法师，径山寺开山祖师国一道钦禅师，曾与文殊大士机锋应对的无著文喜禅师，留下脍炙人口的“三生石”故事的圆泽和尚，等等。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唐代杭州，佛教文化已颇兴盛，因此才有白居易“地是佛国土”的赞誉，乐天居士“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的原因之一，即是“山寺月中寻桂子”，可见佛教文化在那时已是杭州成为历史名城的重要文化因子。因此，东晋到唐代，可说是杭州“东南佛国”品牌孕育与奠基的时期，杭州太守白居易可谓杭州打出“佛国”品牌并进行广告宣传的始作俑者，这也是他为杭州发展作出的诸多贡献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五代吴越国时，由于吴越诸王从武肃王钱鏐起，一直到忠懿王钱弘俶，一贯奉佛，大兴佛事，杭州乃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大佛教中心，“东南佛国”之美誉名至实归，“东南佛国”遂成为杭州响当当的一大品牌。吴越国时期，“东南佛国”品牌建设成效显著，在杭城及其周围，新建、扩建了许多寺院，赢得吴越寺院“倍于九国”之说；当时建造的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至今仍是杭城的标志性建筑；飞来峰、慈云岭、烟霞洞等处镌凿的摩崖佛教造像群，亦是当年杭城佛教兴盛的重要历史见证；当年大量雕印的佛典、佛像、经咒等，促成了杭城印刷术的长足进步与印刷业的大发展；住持佛法的高僧更是云集杭州，著名者如径山洪堙、天台德韶、慈光悟恩、螺溪义寂、镜清道怤、永明道潜、五云志逢、法真行修、永明令参、智觉延寿等等，不胜枚举。尤其是永明智觉延寿大师（904－976），重兴灵隐寺、住持净慈寺（时称永明院）、督造六和塔，高树法幢，著述等身，一身兼祧佛教禅宗、净土宗两宗的祖师，乃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上的一代巨匠。延寿圆融会通的思想，奠定了入宋以来中国佛教发展基本走向的基础。吴越忠懿王钱弘俶曾亲自为延寿的百卷八十余万言的佛学巨著《宗镜录》制序，在赞扬延寿的同时，明确表述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而且将佛教置于最高至尊的地位。序中如是说：

详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惟此三教，并自心修。《心镜录》者，智觉禅师所撰也，总乎百卷，包尽微言。

钱弘俶的这一认识清楚地表明，那时佛教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吴越国才大兴佛事，而此时正值北方佛教因动乱等原因而衰落，中国佛教的中心南移，江南遂成为中国佛教一个新的中心。尤其是在吴越首府杭州，更是凭藉众多优秀的佛教人才，充分合理地利用依江面湖与周边群山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将杭州精心打造成为人间的天堂与佛国。

吴越末北宋初，钱弘俶审时度势，基于吴越国“保境安民”“奉事中原”“君轻民重”的治政理念与传统，又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为了保护吴越百姓免遭生灵涂炭，维护有天堂佛国之誉的杭州不被战火破坏，太平兴国三年（978）毅然采纳永明延寿大师“舍别归总，纳土归宋”的遗嘱，上表尽献十三州之地、十一万兵、五十五万户于赵宋王朝，避免了一场几乎难免的流血战争，为促成长期分裂动乱的国家实现和平统一，保持江南的繁荣稳定与百姓的安居乐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是佛法护国佑民取得杰出成就的典型案例。作为吴越首府的杭州，因此而得蒙恩泽，一直受到宋王朝的特别眷顾，从而更加繁荣兴盛，更加钟灵毓秀。南宋时杭州更忍辱负重地担起一国之都的职守，也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成为享誉中外的世界名城。这一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也体现了佛教文化中因果律思想冥冥中所发生的作用？倘若没有当年钱弘俶接纳延寿大师遗嘱劝谕而采取明智举措之前因，何来杭州后来的进一步繁华，以及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临时首都”地位之后果？

入宋以后，杭州的佛教文化在吴越国已经打响的“东南佛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繁盛。此后历代直至近现代，杭州的佛教文化积淀在不断充实、丰富的同时，得到进一步彰显，“东南佛国”品牌顺理成章地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富有魅力的一块金字招牌。宋代的杭州佛教，高僧大德辈出，古寺名刹林立，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中心。

北宋时期，由于赵宋王朝对杭州的眷顾关照，历任州官如王钦若、范仲淹、赵抃、陈襄、苏轼等的重视支持，再加上吴越时所奠定的雄厚基础，和西湖山水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吸引了许多一流的佛门高僧云集杭州，禅、教、律、净诸宗在杭州都非常兴盛。其中特别有影响的高僧，禅宗如灵隐的明教契嵩、净慈的圆照宗本等，天台宗如天竺的慈云遵式、孤山的中庸子智圆、天竺与龙井的辩才元净等，律宗如灵隐的明义赞宁、昭庆寺的真悟允堪、灵芝寺的大智元照，华严宗如慧因寺的晋水净源，净土宗如昭庆寺的圆净省常，如此等等，可谓僧才济济。还有不少有影响的居士名流亦荟萃杭州，诸如宋初名相王旦、孤山隐士林逋、无为子杨杰、“铁面御史”赵抃、文坛泰斗苏轼等等，可谓群星璀璨。这些高僧与名士，无不学识渊博、三教融通，或著述丰硕，或行持精严，或品行高洁，或才华横溢，他们的诗文、行迹与功业，大大充实并丰富了杭州的文化宝库，有效地提升了杭州的文化地位。北宋佛教史上，许多重要的佛教文献出于杭州高僧之手，最著名的当数延寿在宋初完成的《宗镜录》与《万善同归集》，其它如赞宁奉诏编撰的《宋高僧传》《大宋僧史略》《三教圣贤事迹》等，契嵩撰写的《传法正宗记》《禅宗定祖图》与《辅教编》等，智圆的《文殊般若经疏》《阿弥陀经疏》《楞严经疏》等（智圆有“十本疏主”之称），遵式编集的《法华三昧忏仪》《请观音忏仪》《往生净土忏仪》等（遵式有“百本忏主”之誉），元照的《行事钞资持记》《阿弥陀经义疏》等律学及净土著述，如此等等佛教文献不仅在中国佛教典籍中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其中有的著作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中以佛教为本位融通三教的颇有特色与影响的代表性文献，如明教契嵩的《辅教编》、僧统赞宁的《三教圣贤事迹》、中庸子智圆的《闲居编》等，对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有深远的影响。
后世被尊为净土宗七祖的圆净省常与宋初一代名相王旦为首的诸多士大夫名流在大昭庆寺结“净行社”（又名“白莲社”“易行社”）的净土行与诗文酬唱活动，不仅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佛教文化（尤其是《华严经·净行品》的思想）深刻影响社会文化、净化社会人心的一大胜事。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曾奉旨专程到杭州，在慧因寺（高丽寺）依净源法师研习华严教义，并由无为子杨杰陪同到灵芝寺参访元照律师咨问律仪，高丽佛教与杭州佛教结下了甚深的胜缘，这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名士与高僧的交往与唱酬，不仅留下了许多富有情趣的佳话与脍炙人口的诗文，他们邀约品茗谈诗论道的诸多雅事，还为杭州负有盛名的禅茶文化注入了生动的禅趣与厚重的文化底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二任杭州的大文豪苏轼，在杭五年中他经常游山访寺，广交名僧，品茶论禅，吟诗作画，足迹几乎遍及杭州所有佛寺，东坡居士自述“吴越多名僧，与余善者常十九”，有诗自谓“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经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尽管“难传”，他还是诗兴勃发，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
他在杭州时的方外之交十分广泛，其中特别著名的高僧有明教契嵩、大觉怀琏、圆照宗本（有“僧中宝”之誉的宗本是苏轼特地从苏州请到杭州主持净慈寺为杭州人植福的）、灵芝元照（苏轼的弥陀净土信仰即与元照的劝化有密切关系）、辩才元净（东坡与辩才交往甚深，龙井至今尚有“二老亭”遗迹）、南屏梵臻、海月慧辩、径山维琳、参寥子道潜（著名诗僧，乃苏轼的莫逆之友、生死之交）等。北宋时期以苏东坡为最主要代表的名士与名僧的交往佳话及其诗文酬唱，不仅大大丰富了杭州佛教文化的内涵，提升了它的品位，扩大了它的影响，增添了它的光彩，也使整个杭州文化大为增色。苏轼乃是继白居易之后对杭州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又一位杰出代表，他对杭州佛教事业的大力护持（包括他对杭州“东南佛国”美誉度提升所作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正是其诸多贡献中一个重要方面。

南宋时，杭州成为都城临安，首都之特殊地位，亦使杭州的佛教更趋兴盛而成为“江南佛都”，杭州寺院增至四百八十所，不少佛寺在全国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有一佛门盛事，即按宗派源流品评江南诸寺，史上遂有“五山十刹”之说。在禅教律诸大寺中，杭州均有多所寺院入选，且名列前茅：禅宗“五山”，杭州不仅占有三席，且名列前三，径山寺居首，灵隐寺、净慈寺次之；禅院“十刹”，则以中天竺寺为首；教下“五山”，杭州亦有三，以上天竺寺居首，下天竺寺、仙林寺次之；教下“十刹”中，杭州的集庆寺为首，演福寺、普福寺次之；律寺则以杭州的昭庆寺居首，六通寺、法相寺等次之。足见杭州之古寺名刹在江南佛教中之不同一般的尊荣地位与巨大影响。因此之故，北山的玛瑙寺依托杭州高僧云集的丰厚佛教文化资源，曾为杭州的著名高僧图像作赞并建阁供奉，“武林西湖高僧阁”成为展示“东南佛国”杭州的一大窗口。

当然，南宋时皇家显贵一度大肆占用寺院为家庙或园林，乃是当时朝廷与官场腐败的一大表现，也是都城临安佛教生态中的一种畸变现象，引起时人与后人的不少诟病，杨万里、陆游、周密等许多名士曾留下不少讥讽针砭此一时弊的诗文，这些特殊背景下的副产品，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而朝廷显贵的这种侵害佛寺权益的倒行逆施，迫使一些寺僧在抗争无效的情况下纷纷离寺出走，有的去了杭州远郊的天目山余脉径山，倒也促成了径山寺的发展与兴盛，使之成为禅宗五山之首刹，荣登“江南第一禅林”之宝座，不仅吸引了国内许多高僧名士，还吸引了不少日本僧人上山问学求法，径山因此而比北宋时更加繁盛兴旺，声誉影响更著，不仅成为南宋时的佛教中心，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南宋时不少当时负有盛名的高僧荟萃于径山，其中最著名者当数先后二次住持径山、力倡“看话禅”的大慧宗杲，另外还有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真歇清了、浙翁如琰、痴绝道冲、松源崇岳……，都是名重一时的禅宿，大多在入住径山之前或之后，驻锡过杭州市内的一些大丛林（如灵隐、净慈等）。与径山高僧结方外交的名士有张九成、陆游、范成大、周必大……，交往中留下了不少诗文。渡海而来径山学法的日僧，著名者有荣西、俊芿、道元、圆尔、诏明、觉心等等，回国后均各化一方，径山因此而成为日本临济宗的祖庭。而且，伴随着佛教交流，径山的禅茶文化也东渡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源头。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尤以无准师范（1177－1249）的影响为最大，师范的日本高足包括被日本天皇赐号为“圣一国师”的圆尔辨尔等“东渡十六师”，师范不仅通过其日本弟子使临济禅法盛行于东瀛，而且其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也为其弟子接受、宋学因之而传入日本，精于书画的师范的作品传入日本后还被视为国宝予以珍藏。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杭州佛寺，当然不止径山一处。由于南宋时杭州作为全国的佛教中心，许多名山名刹云集了不少著名高僧，所以入宋学法的日本僧人，大多慕名而来杭州参学问道，到过杭州的不少寺院，留下了不少佳话。如曾住杭州净慈寺与宁波天童寺的长翁如净禅师，将曹洞宗禅法付于日僧永平道元，成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师；后来被封为“法灯国师”的日僧心地觉心，离开径山后到黄龙洞护国仁王寺参谒无门慧开禅师而开悟得法，还向张参居士学会了尺八的吹奏法，返日时将尺八技艺带回东瀛，使之成为日本的民族乐器，这是中日音乐艺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南宋时杭州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密切交往，不仅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盛事，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亮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一衣带水的邻邦的一个重要管道。

在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处理上，尽管南宋诸帝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差异，但总体上说，南宋基本上还是沿袭北宋时的路线。而在三教会通方面，宋孝宗的思想是最有代表性的。宋孝宗撰有《原道论》，论证并倡导“三教合一”，他认为三教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明确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观点。这使早已形成的三教各有特长、分工互补的传统文化格局，通过帝王之权威，得到更进一步阐释与强调。宋孝宗对三教关系的论述，自然适用于都城杭州，而且杭州还是据此处理三教关系的一个样板。

杭州佛教经过两宋前后三百多年的发展，“东南佛国”的地位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彰显，内涵也更加丰富充实。不仅精英佛教在杭州成就显著，而且普世性的平民佛教，在高僧名士等精英指导与影响下，也有广泛的展开。“处处风送白莲香”，念佛风气广泛普及于民间；慈悲为怀的放生护生善举流行于民间，西湖亦成为天然的放生池；
 佛教的有些佛事活动，也逐步演化为民间习俗。

进入元代，杭州失去首都的重要地位，元代统治者又特别推崇喇嘛教，杭州佛教在全国的地位因之而明显下降。但元代在宗教政策上，总体比较宽松，汉传佛教依然受到朝廷的尊重。因此，元代的杭州佛教，一方面增添了藏传佛教的若干色彩，飞来峰的密教造像（至今基本保存）等，正是这方面的重要历史见证；另一方面尽管南宋皇城遗址一带遭到严重破坏，也殃及汉传佛教的寺院，但元代杭州的汉传佛教还是有一些亮点，如出家于净慈，曾住持云居山圣水寺、西天目山狮子院的元代最有影响的大禅师中峰明本，颇受元代朝廷的重视，先后二次获得皇上赐号（“智觉禅师”与“普应国师”），世称中峰国师，有“江南古佛”之誉，他继承发扬永明延寿以来融合佛教诸宗，融通释道儒三教，禅净兼行，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元初著名书画大家赵孟頫乃倾心仰服并皈依中峰明本的大居士，他为杭州留下了许多墨宝，包括给杭州的寺院题额、书匾、作画与撰题楹联等，使杭州的佛教胜地大为增色。曾在杭州净慈寺参学临济禅法，后住持普陀山的一山一宁禅师（1247－1317），奉元成宗（铁木尔）之命，率领一批僧人（如径山寺僧石梁仁恭等）东渡日本弘法，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他受命住持日本多所重要寺院，深受日本朝野的敬重，被天皇尊为日本的国师。

元代的杭州佛教，虽无宋时的兴隆盛况及尊荣地位，但由于杭州依然是当时享誉中外的繁华的江南名城，“东南佛国”的声誉还得以继续维系。元代杭州还是有不少高僧活动，就禅宗而言，有包括中峰明本在内的“四峰”，另三位是云峰妙高、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之师，有“高峰古佛”之誉）、孤峰明德，他们基本上出于净慈，因对元王朝敬而远之，后避往西天目或径山，朝廷征召也谢绝不往；另外还有元叟行端、平山处林、崇寿慧矩（曾主持重建被毁的保俶塔,时称“矩菩萨”）、千岩元长、愚庵智及、笑隐大訢等，也颇有影响。就教下的天台宗而言，湛堂性澄与玉冈蒙润师徒，教观并行，台净双修，在元代佛教界也颇有声望与影响。性澄曾住持南天竺演福寺，后应召进京校正《大藏》；蒙润曾住持演福寺、龙井白莲庵、下天竺与净慈寺，著有《四教义集注》等。 

明代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既对佛教有严格的限制，又重视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这一贯彻明朝始终的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与政策的确立，既与太祖曾出家当过沙弥有关，也同一位与杭州、尤其是与杭州佛教有着甚深因缘的名臣有关。这位大臣就是有 “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美誉的无相居士宋濂（1310－1381），他儒释道兼通，虽以儒为本，又虔诚向佛，且自认为是“延寿后身”。
 他常与明太祖讨论佛教奥义，阐释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促成佛法与朝廷相互护持的良性关系。宋濂一生著有佛教经论序跋、僧人塔铭、功德碑记等大量文字，后被莲池大师辑为《护法录》行世，憨山大师誉之为“当代僧史”。他对永明延寿高树法幢的净慈寺感情特深，曾寓居净慈多时，还应请为净慈寺撰写过不少文字，其中为净慈寺高僧写的铭及序，辑入《南屏净慈寺志》的即达六篇之多。

有明一代，杭州佛教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在金陵（今南京）举行的重要佛事活动，杭州曾有多位高僧应召。其中最有影响的即是有“明初第一宗师”之誉的楚石梵琦禅师。（1296－1370），他在元末明初均有崇高声望，有“六会禅师”之称（住持过杭州径山寺、大报国寺、海盐永祚寺等六大道场），元顺帝（惠宗）赐其“佛日普照慧辩禅师”，明太祖召其升座说法，赏赐颇丰。他禅净双修，著有《西斋集》等，莲池大师等对其有很高评价。此外，季潭宗泐（洪武时曾被推为高僧之首）、南州溥洽（因被疑与建文帝出逃有关曾被下狱十多年，后经道衍跪求永乐帝才获释放）、见心来复、独庵道衍（即姚广孝，朱棣心腹谋士，参与《永乐大典》等编撰，亦有多种佛教著述）、呆庵普庄、祖芳道联等，及宋濂为之写过碑铭者，皆是明初颇有影响的高僧。稍后，希古师颐、古渊智源、毒峰季善等在当时都颇有声望。

明代佛教最大的亮点，是晚明佛教的一度复兴，而杭州的高僧为实现这一复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莲池袾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智旭蕅益四大师为代表的一批高僧，以及李贽（卓吾）、袁宏道（中郎）为代表的居士名流，是晚明佛教复兴的风云人物，而他们大多与杭州有着非常殊胜的法缘。明末四大高僧即是佛教复兴的四个领军人物，四大师中居于首位的云栖大师莲池袾宏（1535－1615），生于杭州，塔于杭州，除外出参学的几年之外，皆以杭州为基地大开法化，云栖寺是其根本道场，他僧俗弟子无数，朝野名流皆望风归仰，他一生著述丰硕，思想圆融，行持精严，基本特色是教依华严，归趣净土，劝人“老实念佛”，化人无数，莲池大师因此而被尊为净土宗八祖。云栖寺因有莲池大师而在晚明成为一大佛教胜地，清代及近代一直有很大影响，还受到雍正、乾隆等的关注，乾隆更亲临云栖瞻拜游访。复兴曹溪祖庭的憨山大师澄印德清(1546-1623)，虽主要不在杭州活动，亦与杭州有很深因缘，他多次来杭，与法雨仲光禅师（紫柏真可弟子）在九溪理安寺倡结“念佛七”，应请为莲池大师撰写塔铭，为净慈寺撰《宗镜堂记》。倡刻并主持中国佛教史上首部方册本《大藏经》的紫柏尊者达观真可（1543－1603），就是在径山最终完成藏经雕版的浩大佛教文化工程的，因而这部有重大文化价值的藏经一般名之曰《径山藏》（因印制完成于嘉兴，故又名《嘉兴藏》），真可遭受迫害遇难后，其墓塔亦长存于径山。四大师中的最后一位，明清之际的灵峰大师澫益智旭（1599－1655），曾在云栖作务、受戒，在径山参禅，为其后来成为宗说兼通、三教融会、著述等身的一代佛学巨擘，并被尊为净土宗九祖及天台灵峰派的创始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根本道场北天目灵峰寺（在今安吉境内）亦在杭州文化圈内。而在四大师周围，不仅摄化了无数一般信众，而且吸引了当时大量精英人物，如袁宏道、陶望龄、冯梦祯、陆树声、黄汝亨、屠隆、虞淳熙、吴应宾、葛寅亮、吴之鲸、李日华、袁了凡、钱谦益等等，从而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东南佛国”杭州，因之而底蕴更为深厚。
清代佛教基本承续晚明佛教的余绪，清初诸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与汉传佛教都有颇深的因缘，对杭州的佛教与高僧青睐有加。有“佛心天子”之称的顺治帝福临，法号为行痴，与杭州高僧玉林通琇、木陈道忞等关系密切，从玉林受菩萨戒，封玉林为国师，并一度请玉林弟子茆溪行森净发；康熙帝玄烨五次南巡来杭，到过许多寺庙，多有赐赠与题字；雍正帝胤禛虽未来过杭州，但与杭州佛教因缘特别深厚殊胜，他对杭州高僧永明延寿、云栖莲池等颇为推重，尤其是对吴越宋初的高僧永明延寿更是推崇备至，称其为“古佛再来”、“历代善知识中尤为出类拔萃者”、“曹溪后第一人”等，刊行延寿的《宗镜录》与《万善同归集》，亲自御制《宗镜录大纲》，御旨修葺永明塔院，
 并亲自物色培养净慈寺的住持人选，而且他还通过李卫巡抚浙江，对杭州佛寺尤其是净慈寺的建设大加关照； 乾隆帝弘历六次南巡杭州，到过的寺院比其祖父康熙更多，而且留下的诗文题字更多，封赏也更多，佳话不少。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杭州佛教的复兴，更为“东南佛国”杭州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这是清代佛教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使杭州作为“东南佛国”的地位与影响得到更进一步的彰显。

清代杭州佛教的著名高僧，初期除了有国师之称的玉林通琇外，还有通琇的师弟箬庵通问、中兴灵隐的具德弘礼、中兴净慈的明幢、明中（二人即是雍正物色培养的僧才，乾隆巡杭时曾专程看望并有诗文酬唱）、在昭庆寺重兴律学的宜洁玉书等。后被尊为净土宗十祖的行策截流（1626－1682），即是箬庵通问在九溪理安寺剃度的弟子，后在西溪河渚的莲柎庵潜修净业多年。而受具足戒于昭庆寺，相继在崇福寺、龙兴寺、仙林寺、梵天寺大弘净土的实贤省庵（1686－1734），后被尊为净土宗十一祖。
 如果算上清初尚在的晚明四大师中最后一位智旭藕益（1599－1655），数十年中杭州连续出了三位净土宗祖师，足见清初杭州佛教净土法门的兴盛，及其对当时及此后中国佛教发展演变的影响之大。清代中后期，随着国势的衰落，佛教亦随之衰落，杭州也难挽此一颓势，尤其是遭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杭州的佛教遭受极其巨大的破坏，元气大伤。总体衰颓的情况下，尚值得一提的亮点有：古昆玉峰在松木场建弥陀寺，弘阐净土法门，并在光绪二年（1877）在弥陀山石壁镌刻《阿弥陀经》巨型摩崖石刻（至今尚存）；律僧发朗在昭庆寺重建戒坛恢复授戒，有“律宗中兴”之说（俞樾语）。

清末鸦片战争失利之后，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衰弱不振的中国佛教更是雪上加霜，命运多舛。不过，严重的危机，恰好激发了佛教界有识之士绝地反击、除弊祛衰、自觉调适以重振佛教的强烈意识和宏大誓愿；救亡图存的悲壮运动，也给佛教在调适革新中重兴与转型提供了机遇。从晚清到民国时期（1840－1949），多种多样的救亡思潮和运动中，“佛教救亡”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方面，它在以佛菩萨的慈悲无畏精神尽力救国的前提下，同时又努力拯救佛教自身。中国近代佛教是继晚明佛教复兴之后的又一次复兴，成为中国佛教演进史上的又一个亮点。这一时期的佛教是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时期，苦难而严峻的时势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和贡献的高僧与居士，他们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式引领并推进了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或更新。而近现代佛教的风云人物太虚、印光、谛闲、虚云、弘一、圆瑛等，都与杭州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与杭州的僧俗四众一起为“东南佛国”杭州的佛教写下了又一光辉篇章。

这里首先要提的自然是近现代中国佛教革新的领袖和旗手、近现代中国佛学的集大成者太虚大师（1889-1947），杭州是其开展佛教改革运动和从事佛学著述的重要基地之一。1919年他在杭州净梵寺创办了近代佛教最有影响的刊物《海潮音》，他担任过杭州北山弥勒院与大佛寺的住持，1921年出任杭州南山名刹净慈寺的住持并实施其整理僧伽制度的改革计划，他还多次来杭州讲经说法，1927年在灵隐寺静养期间在慧明方丈、却非监院的护持下，潜心著述《真现实论》等重要著作，阐述其影响深远的“人间佛教”思想。另一必须特别提出的是近现代中兴南山律宗的弘一大师（1880－1942），他在浙江一师从事艺术教育期间，开始倾心佛教，并于虎跑定慧寺出家，灵隐寺受戒，玉泉寺研律学戒，招贤寺整理《华严疏钞》，云居山常寂光寺闭关，与弟子丰子恺居士编《护生画集》，晚年还专门写了《我在杭州西湖出家之经过》，圆寂后部分遗骨归葬于虎跑，并建塔供奉，后来又建了弘一大师纪念馆，弘一与杭州已融为一体，无法分离。还有，近代台宗泰斗、天台宗第四十三代祖古虚谛闲法师（1858－1932），光绪十一年（1885）应邀到杭州六通寺开讲《法华经》而突然入定，出定后即辩才无碍，后来他又多次来杭讲经说法，他十分关心梵天寺祖庭的复兴，1930年派其法嗣摩尘在梵天寺举办天台宗佛学院，培养了一批僧才。被佛教界一致尊崇为净土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1861－1940），曾数度莅杭弘法，他赞叹弥陀寺的巨型摩崖石刻《弥陀经》，并亲为弥陀寺确定念佛规制，谆谆嘱托施省之大居士（曾任交通总长、时任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维护修复净土宗十一祖省庵大师道场梵天寺，亲为南高峰荣国寺、云居山常寂光寺撰写法会文疏、佛七缘起，与在杭州的弘一大师及辛亥革命元老张静江居士等有很深的法谊。近现代一身兼祧五宗法脉的禅宗泰斗、住世120年的虚云老和尚（1840－1959），早年曾在三天竺参禅研教多时，他一直关心杭州佛教的发展，1953年还不顾一百十多岁的超高龄，欣然应邀来杭在净慈寺主持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为时七天，成千上万信众慕名而来，要求皈依者近三千人，盛况空前，法会余款遵虚老嘱咐，用于修缮净慈寺、装饰佛像及补助佛教界办的普化小学。

除了上述领军人物之外，近现代杭州佛教还有不少卓有成就与贡献的高僧与一大批居士名流。1936年永明塔院重葺这一佛门盛事，吸引了那么多高僧名流参与并撰联题字，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与明证。
近现代与杭州有深缘的著名高僧还有：曾在海潮寺办华严大学的月霞法师，富有传奇色彩的灵隐寺方丈慧明禅师，曾主持灵隐、主持浙江省佛教会、创办武林佛学院的巨赞法师，住持招贤寺的弘伞法师，在梵天寺办天台宗佛学院的摩尘法师，辛亥革命前为革命党人提供秘密集会场所白云庵的“得山和尚”智亮，抗日战争期间号召山僧投入救亡运动的禅源寺方丈印西法师，等等。还有一度出家后又逃禅、精通梵文、诗文俱佳的亦僧亦俗的名士苏曼殊，亦与杭州颇有因缘。藏传佛教的贡嘎、诺那等密宗上师，也多次来杭州弘扬佛法。与杭州有深缘的近现代有影响的居士名流有：认为佛教乃反清革命与民族复兴必不可缺的良药的章太炎、创办辛亥革命后杭州第一个佛学团体“般若学会”的马一浮（一佛），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范古农，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佛教净业社董事长施省之，著名书画家、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白龙山人”王震（一亭），以弘扬念佛法门著名、曾任杭州佛学联合会会长的吴璧华，编著《金刚经讲义》的江味农，翻译日文版《南传大藏经》的弘一挚友与护法夏丏尊,《护生画集》作者、弘一弟子丰子恺，对科学与佛教关系有独到见解的浙大教授尢智表，辛亥革命元老黄元秀，等等。

杭州“东南佛国”品牌之形成与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可以大致概括为：孕育于东晋南朝，奠基于隋唐，形成于五代吴越，兴盛于两宋，延续于元明清直至近代。如用一条曲线来描述，大体上是条倒“U”字形的曲线。当然，它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而是具有一定波动性的曲线，它基本上是与整个国势的变化、当局者的政策变化及佛教生存发展环境的变化等影响因子的变动相同步的。这刚好也是与佛教“缘起论”的思想相吻合的，一切皆是因缘所生法，“东南佛国”品牌亦是随因缘而生、而兴、而盛、而衰、或盛而衰，或衰而盛，或盛衰同存互现（有的方面盛了，有的方面衰了）……这也预示着近代以后，由于因缘的变化，既有可能衰，也有可能盛，盛衰皆视因缘而定。这也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法。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但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一度被视为学习榜样的苏联经验，经实践检验并不成功，存在许多弊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摸索过程中，既取得过不少成绩，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甚至一度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浩劫。由于“科学主义”的影响，以及极“左”的错误路线之下对“宗教鸦片论”的错误解读，导致宗教政策上出现偏差，以至产生过严重的失误，宗教遭受的打击最大、破坏最严重，佛教自然也难免受到不应有的摧残，“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法难”。佛寺不仅被大量占用，更遭严重的、有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僧尼被迫还俗或集中“劳动改造”，佛像与佛教经籍亦遭到严重破坏，大量散佚，正常的佛事活动根本无法开展，佛教蒙受重创，元气大伤。杭州的佛教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自然也难逃厄运。不但“东南佛国”风光不再，而且“东南佛国”品牌似乎也不再是光荣与辉煌的象征，而是迷信与耻辱的招牌，无人再敢提及。杭州历史上成百上千所寺院，近代即因“庙产兴学”等风潮已锐减，上世纪50年代初期杭州寺产登记造册时，大大小小尚存509所。此后不少寺院陆续被挪作他用或改造成一般园林，“文化大革命”劫难中，更是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除灵隐寺大殿因有浙大部分师生的保护及周恩来总理“暂加封闭”的指示而幸免于难外，其它寺院则荡然无存。如以佛寺数量作为指标，“东南佛国”倒“U”形变动曲线往右下方延伸的部分已触到了横轴（几乎触底为“0” ）。悲乎哉！
“文革”结束之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随着对宗教的重新认识逐渐深化，宗教政策的调整逐步趋向合理，佛教也得以劫后重苏。佛教在社会经济、文化旅游、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功能逐步得到显现，尤其是在促进旅游事业发展，和促进两岸四地的文化交流，及加强中日韩“黄金纽带”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佛教自身的建设，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推进。杭州的佛教亦随之而起死回生，灵竺的灵隐、三竺等寺院、南山的净慈寺及余杭径山寺等杭州名寺古刹，陆续得以恢复、重兴，佛教的各项活动亦得以正常开展起来。已经触到横轴（触底）的“东南佛国”倒“U”形变动曲线开始向右上方回升。伴随着杭州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生活品质的提升，顺应杭州建设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胜地、生活品质之城、国际化休闲型大都市等的需要，这种种因缘正在促使“东南佛国”倒“U”形曲线呈现出向“N”形曲线转变的态势，这是非常令人可喜的迹象，“东南佛国”杭州重放光彩的时机到了！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成功地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可以说既是中国佛教开始走向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东南佛国”杭州重振昔日辉煌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象征性新起点。重新打响杭州“东南佛国”的品牌，势在必行。

二、杭州如何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

正是在这样因缘和合的大背景下，杭州市委市府早几年即明确提出：杭州要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这是根据杭州的城市性质与特色，依托杭州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面向杭州的未来发展，而适时提出的、富有战略眼光的思路与决策。而且，经过几年的努力，杭州已经在灵竺佛教文化区（大灵隐景区）等建设方面取得可喜的进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是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的一个良好起步。但杭州真正要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再现杭州“东南佛国”的盛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杭州要真正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妥善处理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关系：

1.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杭州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是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的内在依据和基本支撑，必须予以认真的发掘与保护；但对历史上的佛教文化资源不应该也没必要不加选择地照单全收，不顾条件、可能与需要，盲目地开发建设，而要立足于现实可能性，着眼于未来发展的需要，有选择、有计划地逐步予以开发利用；有些既有历史依据，又适合未来发展需要，而一时现有条件不具备的，不应该借口缺乏条件而无所作为，而要通过不懈的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付诸实行（如云栖寺、梵天寺、昭庆寺、护国仁王寺等的恢复重建）。

2.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佛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佛教文化传统，不应以“现代化”或现实需要为标榜随意抛弃、改变以至扭曲传统佛教文化的根本，随心所欲搞一些不伦不类的“新花样”；但也不应完全固守传统的形式，特别是其中不合理的成分，应在保持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契合现代与未来发展的需要，不变随缘，与时俱进，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创新。

3.保护、恢复与开发的关系。由于历史的沧桑变化，近现代以来的巨大变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佛教造成的空前劫难，杭州佛教文化资源的破坏极其严重。而改革开放过程中急功近利的行为以及部门利益冲突引起的开发性破坏，导致有的佛教文化资源还在进一步流失（如护国仁王寺遗址被破坏等），因此对佛教文化资源与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有的不保护即会消失，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成为永远的遗憾；有些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佛教文化遗迹（如一些祖师道场、著名的佛教文化景点与景观），能恢复的必须尽可能恢复并力争使之重兴；要高度重视佛教文化资源与遗产在有效保护基础上的开发利用，新的佛教文化景观的开发必须符合佛教规范与杭州的历史文化特色，要尊重佛教界与学术界的意见，特别要防止和避免开发性的破坏。

4.物质性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关系。现在国际上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两大类：物质性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佛教文化遗产同样包括这两方面。前者是有形的，诸如：寺院的殿堂僧舍、亭台楼阁、佛塔经幢、碑刻匾额、佛菩萨圣像、法器法物以及摩崖石刻等等。这是最直观的，最容易触摸到的，较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与重视。后者往往是无形的，诸如佛教的信仰、理念、义理，佛教的典籍与祖师大德的开示法语，佛教徒的各种修持法门与修行方法及其宗教体验，佛教的各种行仪、规约与活动，寺院的道风与僧侣的威仪与行持风范，佛菩萨圣诞等纪念法会与仪式，佛事活动中的敲打唱念与佛教音乐、书画、雕塑等佛教艺术，佛教文化渗透于民间风俗的各种表现如目连戏、香市、群众性放生活动等等。杭州之成为“东南佛国”，既依托于物质性佛教文化资源与遗产的庄严与辉煌，更依托于非物质佛教文化资源与遗产的丰富积淀与深厚底蕴。对这两方面文化遗产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正由于后者往往是无形的，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就更应该引起注意，更需要加以保护。
5.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所谓硬件，主要是指物质性的设施，寺院的硬件设施，如殿堂僧舍、亭台楼阁、佛塔经幢等建筑的优美辉煌，佛菩萨圣像、法器法物等的神圣庄严，寺院自然环境的清静幽雅等等，固然重要，没有这些物质载体，佛教的生存发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保障，更何况这些物质载体本身也渗透着佛教文化的内蕴。但软件建设，如僧团道风的建设，僧人素质的提升，弘法利生活动的开展，佛教文化的研究等等，更为重要，因为佛教长久的深沉的魅力，根本还在于软件建设的水平。犹如一流高校关键不在一流的大楼与一流的校园硬环境，而在一流的大师与一流的校园软环境；一流的寺院，关键亦不在一流的殿堂与寺院硬环境，而在一流的高僧与寺院软环境。这里的道理是相通的。杭州历史上赢得“东南佛国”的美誉，不仅在于拥有众多的寺院及其良好的硬件设施与优美环境，更在于拥有众多一流的高僧、一流的大师。今天要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也呼唤着一流的高僧、大师的涌现。只要有了一流的大师、高僧，其它的条件都是不难改善与提升的。

6.点与面的关系。历史上杭州有“东南佛国”的美誉，就寺院布局而言，既有若干寺院比较集中的佛教文化区域特别辉煌发达，如灵竺、南山、径山、西天目山等，还有遍布杭州城区及西湖湖山与周边地区的众多寺庙；如果只有孤立的点，而没有面上的烘托，何成其为“东南佛国”。今天要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也不能局限于少数几个点的建设，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把打造若干重点区域与重点寺院，与面上适当数量与规模的古寺的恢复重兴以及多种形式的佛教文化设施的建设，有序结合起来。

7.佛教自身力量与社会各方力量的关系。打响“东南佛国”品牌，佛教自身当然是中坚力量，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佛教自身不努力，其他方面再积极，也是收效甚微的。但只靠佛教自身的力量，也是独力难支的。应该以佛教自身的力量为主，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根据中国国情，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是必不可少的外部保障，没有政府的主导与支持，有些事情是难以顺利进行，甚至寸步难行的。但政府决不应越俎代庖，要尊重佛教界的利益与意见，用政策引导佛教界落实政府的意图。在佛教人才培养、佛教文化研究、佛教文献出版等方面，佛教界要善于利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与出版界的力量，多方协作配合，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中实现相应的目标。政府也应采用适当的方式，支持并引导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与出版界为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做好研究、宣传、规划及决策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8.佛教与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杭州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杭州佛教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更是为了通过杭州佛教文化的复兴与繁荣，进一步促进杭州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进一步提升杭州的知名度与吸引力，提升杭州的生活品质，乃是杭州建设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胜地、国际休闲之都、生活品质之城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因此，从根本上说，佛教与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最终目标、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各个方面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尤其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寺产转移他用所引起的复杂关系，在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的过程中需要恢复某些古寺名刹时，涉及的关系非常复杂，有些问题非常棘手，所以必须提倡大局观念，智慧善巧地妥善处理好相关问题，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力争实现互利共赢。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概括性地把杭州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的基本对策思路，表述为如下四句话：

依托历史，着眼未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注重内涵，均衡发展；精心组织，多方配合。

依托历史，着眼未来。历史上丰厚的杭州佛教文化底蕴，不仅是“东南佛国”杭州昔日辉煌的历史依据，也是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创造未来辉煌的历史依托。现代的发展创新，离不开过去优良传统，创新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提升。若离开了（忘记了、丢弃了）曾经辉煌的历史与优良的传统，发展创新也就失去了依托。因此，对杭州历史上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的发掘、整理与研究，是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依托历史、继承传统，不是简单的怀旧、复古，而要着眼于未来发展的需要，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用佛教的语言表述，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也必须既契理又契机。契理，就是契合佛教的基本义理、基本精神，延续历史文脉，继承优良传统；契机，就是契合未来发展的需要，适应未来发展的趋势。因此，必须高瞻远瞩地做好未来发展方面的前瞻性研究。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重振昔日的辉煌，适应未来发展的趋势，没有科学的规划，离开了合理的布局，是不可能的。必须在依托历史、着眼未来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处理好诸如：点与面的关系，重点建设与全方位开发的关系，现有寺院振兴发展与适量古寺名刹恢复重兴的关系，原址恢复与异地迁建的关系，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院建设与非宗教活动场所的佛教文化设施、佛教文化景点建设的关系，佛教文化遗迹有效保护与适度开发的关系，等等。

注重内涵，均衡发展。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是均衡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均衡发展不仅仅是地域空间的合理布局，还包括更丰富的内容，如外延扩展与内涵提升、数量发展与质量改善的协调与均衡。必要的外延扩展与数量发展是必须的，没有一定数量的寺院与恢宏的物质性的硬件建设，形不成“东南佛国”的宏大气势。但在外延扩展与数量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内涵提升与质量改善。也就是说，既要重视物质性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佛教文化的硬件建设，更要重视非物质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佛教文化的软件建设，处理好大殿与大师的关系，实现重在内涵提升与质量改善的均衡发展。

精心组织，多方配合。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精心组织实施，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政府指导、佛教团体为主、社会各方力量协同配合的实施体系。政府主要是搞好总体的规划布局、政策指导与必要的协调、服务与监管等工作；佛教团体则是“东南佛国”建设的主体与主力军，尤其是宗教场所性质的建设项目，佛教团体更是义不容辞，非宗教场所性质的佛教文化建设项目，佛教团体也应积极参与，做好参谋与必要的指导；园林、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各个相关方面，要根据自己的特长、优势及相应的职责，积极协调配合，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如文化、教育部门要主动配合做好佛教文化资源与遗产的保护开发与研究工作；园林、旅游等部门要在利益关系协调方面更好地顾全大局，积极配合。

依据这一基本对策思路，结合当前现实，下面再就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设想与具体对策建议。

——合理布局，尽快改变区域分布上的南北不平衡，搞好点面的有机结合。这几年大灵隐景区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景区美、寺庙兴、百姓富”的目标正在实现之中。市委市府以“大灵隐”为中心，全力打响“东南佛国”品牌，把大灵隐景区打造成“东南佛国”的核心区的思路是正确的，也是富有成效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随着灵竺佛教文化区建设的进展，由于南线佛教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使原本“北热南冷”的不合理格局进一步凸显。
北线越来越旺，游客、香客越来越多，交通等压力越来越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当然不能通过限制北线发展来求得消极平衡，唯一可行的办法，应是适当加大南线的发展力度，以求得积极平衡。这样，既可舒缓北线的压力，又可促进南线的发展。

由于吴越国王城及南宋皇城均在南线，古时佛教文化在南线也是十分繁盛的。因此，适当保护开发南线的佛教文化资源应成为下一步开发建设的另一个重点，使之成为“东南佛国”杭州除灵竺之外的又一个重要区域。这里应依托丰富的历史积淀，根据现有的条件与可能，逐步实施，打好“四张牌”。

一是加快净慈寺扩建进度，提升净慈寺的影响与吸引力。历史上净慈寺是与灵隐寺齐名的大丛林，净慈寺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出过永明道潜、永明延寿、圆照宗本、湖隐道济（济公）、唯心太虚等许多著名高僧，尤以著述等身的法眼宗三祖、净土宗六祖永明延寿影响最大，永明塔院至今犹在，济公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净慈寺的建设一定要注重发掘丰富的历史底蕴，“宗镜堂”必须恢复重建（位置适当变动倒无妨），并为延寿大师塑像（解放初期三潭印月有永明禅院，殿内有延寿塑像，现在恢复永明禅院已不可能，可在净慈寺塑像以为弥补）；想方设法找回延寿灵骨舍利，归葬永明塔院，并使之办成一件佛门盛事；济公殿亦应尽快建设。

二是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恢复云栖寺。云栖寺是净土宗八祖莲池大师的道场，在晚明以后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莲池墓塔、董其昌手书之《金刚经》等遗迹尚在，原杭州工人疗养院亦已迁走多年，恢复重新云栖寺应该说难度不是很大。而且在梅灵隧道打通之后，云栖原本交通不便的困难已得到解决，与北线灵竺的交通已很方便，云栖寺一旦恢复，可以有效分流北线灵竺的香客和游客。

三是结合南宋皇城遗址的保护开发，争取恢复梵天寺。梵天寺是净土宗十一祖省庵大师的道场，清代以来一直很有影响。民国时期，天台宗的谛闲大师、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一直非常关注梵天寺的复兴。而且梵天寺历史悠久，吴越时建的梵天寺经幢等遗迹尚存。梵天寺恢复可有效促进皇城遗址的保护开发，迅速提升那一带的人气，改变目前破败冷落的状况。梵天寺恢复的困难在于那里现在是军区幼儿园，不过，如果搞好与军区的协调，易地建一所设施现代化的幼儿园与之置换，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四是合理定位与开发将台山摩崖佛教文化景观。将台山原水泥厂取石造成的一片裸露山体很煞风景，市里设想以建大佛景区的办法予以改造，应该说这是既可解决环境破坏问题，又可增加新的佛教文化景观、丰富“东南佛国”内涵的一举两得的好主意。但好事如何把它办好？如主体部分建什么佛像？建露天佛像还是搞石窟造像？其它部分如何配套？还需要认真论证、合理定位。有一种方案是建露天的布袋和尚形象的弥勒佛，笔者以为不妥。原因在于：一者杭州的佛教文化传统中弥勒文化影响甚小，建弥勒佛像与杭州佛教文化的历史不太吻合，缺乏历史依据，而且有“弥勒道场”之说的奉化雪窦山前几年刚建了弥勒大佛，杭州重复再建亦无新意；二者露天佛像国内已建了多座，国家已严格控制，获批极难，其实露天佛像并非佛教的传统，而是仿照欧美露天塑像的做法，中国佛教的传统是建石窟造像。所以笔者郑重建议，可开发石窟群落，中间主窟以建造数十米高的阿弥陀佛像为最适宜。理由在于，杭州历史上净土文化特别繁盛，净土宗祖师辈出（六祖延寿、七祖省常、八祖莲池、十一祖省庵的根本道场都在杭州，而且离将台山都不远，五祖少康、九祖澫益、十祖行策、十三祖印光亦有杭州有很深因缘），这样既与历史传统吻合，又与相关的道场形成有机的联系，有利于将南线打造成富有特色的佛教净土文化中心（北线以禅文化为中心，南北既各有特色，又互相呼应）。主窟之外可建造观音、势至菩萨（弥陀佛胁持菩萨）、释迦牟尼佛（《弥陀经》乃释迦世尊不请自说之唯一一部经典）等佛菩萨像及净土经典中的相关故事造像等。配套设施可考虑建杭州高僧馆
或杭州文化博览馆，以展示杭州丰富的佛教文化底蕴，成为领略杭州“东南佛国”悠久历史与特有风采的重要窗口。

而北线除灵竺（大灵隐景区）的建设外，北山从宝石山、孤山到弥陀山及黄龙洞一带也还有一些文章可做。可区别不同情况，分类灵活应对。昭庆寺、大佛寺、玛瑙寺、弥陀寺、护国仁王寺等等，有条件的争取重新恢复，或建设成富有特色的佛教文化设施，如大佛寺可考虑建成佛教文化馆或佛教图书馆，附近原玛瑙寺的一些传统与功能可以并入其中；护国仁王寺易址恢复后，可成为中日尺八文化交流的基地；昭庆寺若能恢复，可重建戒坛，建设成为江南著名律寺，使之成为南方的重要戒学中心，落实佛陀“以戒为师”的遗训，促进佛教的戒律建设；弥陀寺《弥陀经》巨型摩崖石刻应该在进一步保护与整治周边环境的基础上，予以正式开放，供人们观瞻；……

城中心区、运河沿线等,历史上寺院亦林立遍布，解放初还有不少寺院存在，但现在已荡然无存。因此，经慎密论证后能恢复的，可少量恢复；大多已不可能恢复，但为保留历史记忆，可择重要的有影响的寺院遗址，借鉴城门遗址处理的办法，立一个“××寺遗址”碑（碑阴可对该寺历史作简单介绍）以为纪念，寄托幽思，供后人凭吊、怀念，也是杭州历史上作为“东南佛国”的一种见证。延寿大师剃度出家的千春龙册寺（后易名为天华寺）在现在的南山陵园内，延寿有“弥陀化身”之说，可以考虑在遗址处建一个“延寿大师出家处”的碑亭，与周边环境氛围亦比较吻合；作为大兜路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一个重要节点，香积寺已决定复建，这是很好的做法，这样运河边终于有了一所寺院，既可丰富充实运河文化的内涵，也结束了拱墅区无一所开放寺院的尴尬局面，可谓一举数得；……
    有些已变成一般景区的古代著名寺院，应在景区内建一些反映历史上重要佛教史迹的说明之类的文化设施（如玉泉、吴山、南高峰等）。有些存在碑林的有关佛教文物，可以复制后存于原遗址内（如九溪理安寺的一些碑铭）。

西溪是杭州西郊历史上佛教文化比较繁盛的区域，故有《西溪梵隐志》一书存世。西溪湿地建设已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佛教文化这一因子，如秋雪庵、交芦庵、曲水庵已复建，但有一个重要资源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就是与清初康熙年间净土宗十祖行策截流大师有关的遗迹莲柎庵。最近杭州档案馆影印出版的《杭州都图地图集》提供了该寺上世纪30年代依然存在的可靠信息，位置就在交芦庵东边，且占地规模要大于交芦庵，说明当年还是很有影响的。
 恢复净土宗十祖行策截流的道场莲柎庵，对于彰显西溪的佛教文化，凝聚人气，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皋亭山（半山）则是杭州北郊历史上佛教文化比较繁盛的区域，如南宋初曹洞宗著名高僧真歇清了禅师，奉慈宁太后之命创建并主持的崇先显教寺，很有影响，清了圆寂并塔于皋亭山。显教寺若能恢复则尽量争取恢复，不能恢复亦应在遗址立碑以志。这既有利于丰富皋亭山的文化内涵，也是杭州作为“东南佛国”的一个历史见证。

杭州的佛塔文化是杭州佛教中的一个重要亮点，在中国佛塔文化中亦有重要的地位。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至今依然是杭州的标志性建筑。杭州历史上还有一些为湖山增色的佛塔，闸口白塔颇有特色，应进一步加强保护；飞来峰上隋文帝建的“杭州第一塔”神尼塔已决定复建，这是一个可喜的信息；南高峰、北高峰以前均有佛塔，条件具备时亦可以考虑复建，以便再现昔日西湖周边五塔耸立的胜景。但佛塔的保护与复建，有一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即如何充实佛塔的佛教文化内涵，恢复、彰显其佛塔的本来面目，而不要使之成为单纯的景观塔或观光塔。六和塔景区的介绍中应该增加宋初著名高僧延寿、赞宁督造六和塔、行明住持开化寺的内容，这是当时的重要史实（乾隆登临六和塔的诗中也多有提及），也是杭州作为“东南佛国”的重要见证。六和塔景区现在有钱鏐、智昙（南宋时重建六和塔与开化寺者）、鲁智深、武松的塑像，而没有最初督造者永明延寿、明义赞宁及最初住持者开化行明的塑像，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应设法予以弥补。

——加强对“东南佛国”杭州的系列研究，组织出版《“东南佛国”杭州》系列丛书与《“东南佛国”杭州佛教文献集成》。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必须依托历史，以杭州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基本支撑。这就需要加强对“东南佛国”杭州的系列研究，组织出版《“东南佛国”杭州》系列丛书；重视杭州丰富的佛教文献的标点、整理与研究，组织出版《“东南佛国”杭州佛教文献集成》。这乃是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可将佛教文化资源的研究宣传、开发利用，列入杭州文化研究工程，组织专项课题进行研究。
《“东南佛国”杭州》丛书可分二大类：一是普及型的，图文并茂，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以广泛扩大影响；二是学术研究型的，进行深度挖掘与研究，以进一步展示“东南佛国”的深厚底蕴。丛书可以整合成若干系列分批推出（部分难以归入某一系列的可以出单本）诸如：名寺古刹系列、高僧大德系列、名著名篇系列、名人佛缘系列、佛塔造像系列、对外交流系列等等。
杭州佛教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出版可分成三类：一是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著述的全面搜集整理，出全集、全书等；二是对有影响的重要著作进行校勘标点；三是选择一些最精华的内容，出节选本，或白话解释的通俗读物。

《“东南佛国”杭州》系列丛书与《“东南佛国”杭州佛教文献集成》的陆续出版，乃是杭州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的一项重要举措，既可为“东南佛国”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文献支撑，又可为杭州从同样在打“东南佛国”品牌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加强佛教自身建设，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提高僧人与信众及管理人员的素质。“东南佛国”不仅要有一定数量与规模的寺院，有恢宏的殿堂、佛塔等建筑，更要有良好的道风与佛教文化氛围，高素质的僧团与僧人，高素质的居士队伍。这是杭州佛教发展过程中反复显示的一条重要经验。一切事业的发展，人才是关键，佛教的发展，“东南佛国”的建设，也不例外。因此，必须加强佛教自身建设，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杭州佛教有良好的道风和氛围，就能吸引人才来杭。要吸引和培养造就出大师级的名僧、高僧。可以借鉴苏东坡主杭时的一些有益经验和做法，大丛林的住持应采用“十方选贤制”，要以宽阔的胸怀，引进接纳外地高僧来杭领众，陈襄、苏轼从苏州礼请诚邀圆照宗本住持净慈，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也是一段千古佳话。引进的同时，更要立足于培养，可以多种形式并举，传统的师父带徒弟也可继续沿用，更要办好佛学院，搞好僧伽教育，也可与在杭高校（如浙大、杭师大等）协作，开办相关的专业或培训班、进修班等，因缘具足时，还可举办硕士学位班，培养高层次的僧才。同时也要搞好在家信众的学习与培训，造就一批名居士。历史上居士名流一直是杭州作为“东南佛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历史上杭州的居士团体非常活跃，颇有影响，但杭州现在却没有居士林，在家居士没有能很好组织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这方面要向宁波、上海等学习，在因缘成熟时，应筹备成立杭州居士林，与杭州的僧团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为提升杭州居士的整体素质与组织水平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引导杭州居士与僧人一起共同为杭州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打造生活品质之城作出更大的贡献。
只要按照上述基本的对策思路，贯彻落实重新打响“东南佛国”品牌的决策，可以预见，杭州“东南佛国”兴衰演变的曲线，在倒“U”形曲线触底而转向“N”形曲线的基础上，必将会迅速向右上方延伸，迎来“东南佛国”的再一次兴盛与繁荣，为杭州新一轮发展作出其它方面所不可替代的特殊而巨大的新贡献。

� 见赵朴初为《杭州佛教史》写的题诗。


� 据《灵隐寺志》等记载，神尼舍利塔建成于隋仁寿二年（602），杨坚幼时由比丘尼智仙抚养长大，故在飞来峰建此塔以报恩。


� 参见笔者：《白居易的杭州诗佛缘》，《佛学研究》2004年卷。


� 白居易在《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中自述他在杭州任职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仅灵竺一处即去过十二次，与灵竺的山水与僧人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他在奉朝廷之命不得已离杭之前，特地到灵竺告别，诗中充满了对灵竺的眷恋之情。


� 见《大正藏》48卷，415页中；《宗镜录》又名《心镜录》《宗鉴录》。


� 如宋初的佛教僧统赞宁认为“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中庸子智圆认为，三教如三种治病的药物，各有所长，又如鼎之三足，不可或缺。明教契嵩认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


� 苏轼的这首诗乃其离杭后所作的《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中的一首。其弟苏辙亦有诗为证：“昔年苏夫子，杖履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留清诗。”


� 在吴越国时，由于延寿等高僧实行并倡导放生，西湖已成为重要的放生水域。北宋初期，王钦若罢相来杭主政时，又向朝廷奏准西湖为放生池，放生护生遂成为杭州西湖的一种风尚。


� 宋濂在《善继禅师血书〈华严经〉赞有序》中自述：未出母胎之前，母亲梦一异僧手持《华严》而来，曰：“吾乃永明延寿，愿假一室，以终此卷。”母梦醒，他即出生。因名曰“寿”，后更名为“濂”。以是因缘，宋濂深信自己是“延寿后身”。


� 这是其它任何一所寺院都无法比拟的。这六位高僧是：广慧智及、孤峰明德、竹庵清远、逆川智顺、无旨可授、普仁德隐。


� 关于雍正对延寿的推赞及其影响的详细分析，可见拙文《雍正皇帝与永明延寿禅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 实贤省庵圆寂后不久，即被尊为继莲宗八祖莲池袾宏之后的莲宗九祖；后因在莲池之后又增藕益、行策为净土宗九祖、十祖，省庵遂依次递改为净土宗十一祖。


� 具体可参阅笔者《慧日永明 智觉延寿－－杭州净慈寺永明塔院楹联赏析》，《佛教文化》2004年第4期。


� 关于这一点，现实中有些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有研究报告草率地作出“北热南冷”格局已经改变的结论，形成对决策部门的误导，如不走出这一认识误区，将会严重影响南线的佛教文化建设。


� 南宋时杭州北山的玛瑙寺建有西湖高僧阁，颇有特色，影响不小。现在玛瑙寺遗址已改造成连横纪念馆，原址重建高僧阁已不可能，倒可利用将台山开发的机会，移址于此，建设新的高僧阁或高僧纪念馆（列入的高僧数量可进一步扩充），这样既延续了这一富有特色的历史传统，又可大大充实将台山景区的佛教文化内涵，成为“东南佛国”杭州的一个亮点。


� 行策（1626－1682）于九溪理安寺箬庵通问禅师座下剃度出家，后在西溪河渚间的莲柎庵潜修净业多年，终成一代净土宗祖师。因《西溪梵隐志》是明末编就的，故无行策的有关记载。因“柎”字比较冷僻，故后来的《都图地图集》按民间衍变的谐音，标成“莲富庵”了。





